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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30年代，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五大书局都集中在上海。其中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的出版物册数占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0%以上。　　上海自清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最大基地，“这里不仅拥有全国最重要的出版社、最先进的...
　　1920-1930年代，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五大书局都集中在上海。其中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的出版物册数占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0%以上。
　　上海自清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最大基地，“这里不仅拥有全国最重要的出版社、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最健全的发行网络，而且汇聚着大批出版、印刷和发行方面的优秀人才，由上海出版、发行的图书和期刊，占全国出版总量的半数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被誉为出版之城。”
　　去年适逢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由上海社科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周武研究员主编的《二战中的上海》，试图全景式地深入考察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在二战中的命运，其中一章就讲述了战时上海出版业的艰难时日。
　　为什么说战前的上海书业是“黄金时代”?上海出版业在战时采取了哪些措施减少损失?日本怎样通过控制出版业而引导舆论?民国时期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命运如何?近日，早报记者对《二战中的上海》主编周武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战时上海出版业的烽火岁月。
　
　　东方早报：“八一三”事变之前，上海出版业的总体情况如何?
　　周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可以说战前是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开埠以后，上海就开始逐渐建立自己的出版优势，并取代雕版时代的出版中心，一跃而为新书业的中心。1905年科举停废之后，上海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到了1920-1930年代，上海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国际化、最繁华的都市，上海出版业在此前累积的优势基础上更迎来它的鼎盛时代。什么叫鼎盛，去当年的文化街看一下就明白了。曾亲历这个时代的老出版人朱联保先生在《近现代上海出版印象记》一书中为我们记录了他的亲眼所见。
　　更重要的是，当年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五大书局，即所谓“商中世大开”，全都集中在上海。“商”即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中”就是1912年创办的中华书局，“世”即1917年创办的世界书局，“大”即1916年创办的大东书局，“开”就是1926年创办的开明书店。这五大书局，特别是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它们的出版物册数就占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0%以上。
　　说战前是中国出版业的“黄金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创造了一大批品牌出版物，譬如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万有文库》《汉译世界名著》和《辞源》，中华书局的《四库备要》《辞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开明书局的《活页文选》和《开明青年丛书》，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良友公司的《良友画报》等等，这些大型丛书、期刊不但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备受推崇。
　　东方早报：随着战事展开，上海的出版业和图书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周武：战前上海的繁荣和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创造的。
　　但“八一三”事变后，情况就不同了。当年上海大多数编辑印刷机关均设在华界闸北、宝山、杨树浦一带，来不及迁往内地或转移租界的，多毁于战火，损失惨重。没有毁于战火的工厂、仓库等建筑，以及机械、器具等物品，华界沦陷之后，不是被日军视为敌产予以军管或查封，就是被他们以各种名义强行占用或征用，如曾经是“中国三大工厂之一”的上海大连湾路的世界书局印刷厂即被日本商社华中印会社侵占使用。商务、中华等五大书局被宪兵队以“有害读物”为名扣押的图书总数多达1918万余册。
　　对上海出版业而言，更致命的冲击来自两个方面：一、随着东北、华北及东南各省的相继沦陷，由于侵华日军和敌伪势力的封锁和统制，上海先前构建的通达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的图书发行网络(包括邮购网络)和全国性的图书市场不复存在;二、战前上海出版业的繁荣是靠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支撑起来的，战后聚集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撤离，转往内地。他们的撤离，使上海出版业失去了支撑力量，“停滞”乃成必然。
　　东方早报：在日军侵入上海公共租界之前的孤岛时期，出版界为减少战时损失采取过哪些措施?
　　周武：跟“一·二八”事变有所不同，“八一三”事变是预料之中的事，因此，上海出版业对于战祸多少有所防备，大批书局迁往内地，最后迁到陪都重庆。如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先迁长沙，再迁重庆。其他如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上海龙门联合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上海印刷有限公司、教育书店等书局总部也都先迁武汉或桂林等地，然后再迁到重庆，桂林、武汉、重庆因此而一度成为战时中国的出版中心。
　　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业在巨大的压力下仍维持一定的出版能力，如生活上海分店在孤岛出版的书籍，有据可查的即有156种;世界书局则自1939年起恢复战前大规模出版新书的传统，据朱联保记述，该局1939年、1940年、1941年出版新书分别为105种、111种、100种。但无论是出版物的品种、规模，还是图书市场，都已远远无法跟战前的盛况相比，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版业越来越举步维艰。
　　东方早报：战时上海的出版物主要有哪些种类?抗战读物是否成为重要的出版对象?
　　周武： 抗战初期出版的这些读物有两种倾向：一是以通俗小册子为主，二是聚焦某一具体事件，如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当时推出的相关新闻记事体小册子、诗歌戏剧等单行本就有十几种。华界沦陷后，尽管孤岛的出版发行随时有可能受到工部局的警告和日伪势力的追杀，但抗战读物的出版仍很活跃，书局、书店往往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挂洋旗或书刊出版地址造假等，与日伪势力周旋，并通过秘密渠道将抗战读物输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或通过香港转运到内地。这类出版活动即使到了孤岛沦陷后也未完全停止，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更隐蔽罢了。正因为如此，上海被视为中国抗战文化的中心，用日本人的说法就是，孤岛是敌后抗战的总司令部，日伪势力急欲除之而后快。
　　第二种类型是“共产”读物。抗战爆发后，基于国共合作的大背景和孤岛相对自由的出版环境，“过去被视为神秘主义的共产党，八路军的种种小册子，也翻印出版有几十种”，不过，抗战初期此类书很少有新的著述，大都是从斯诺的《西北印象记》中分割下来的。但以此为开端，“共产”读物的出版开始呈现出快速递增的态势，并一度成为许多马列著作和抗日书籍的出版中心，通过香港等地或其他秘密渠道输送武汉、广州、桂林、重庆、南昌、西安、昆明、延安，以及新四军、八路军控制的敌后根据地。
　　第三种类型是古籍与纯学术书。王云五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心转移到香港后，留守上海的办事处“只得在上海租界工部局随时警告之下，印刷一些古籍及纯学术的书”。
　　东方早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日军在这段时期内对出版业进行了怎样的管控?
　　周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随即展开对租界内“妨害中日亲善之图书文籍”出版发行的查封、取缔行动。凡宣传抗日与共产的报馆、出版社，全都在查封、取缔之列。据曹冰严回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的12月19日，日军宪兵会同工部局对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和开明“实施图书检查”，并宣布没收重庆教科书和涉嫌反日的书籍，“到各书局检查图书的日宪兵多则二十余人，少则七八人，多是些所谓 军曹 之类，文化水平有限，在检查图书时只要看见书内有 日本 苏联 国难 等字，不管上下文义如何，就一律没收。”
　　日方原本的如意算盘是让三通书局(前身为陈群于1929年创办的华通书局，上海沦陷后，陈群投敌，遂于1939年2月与日本的三省堂书局合组新书局，改称“三通书局”，性质也变成了“中日合办”，系汪伪当局指定的独家发行华中印书局印制的教科书的批发销售单位。)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合组成一家类似“日本出版配给社”那样的出版统制机构——“中国出版配给会社”，隶属于日本兴亚院。虽然这个机构由于商务等五大书局“以拖为拒，筹而不办”，最终胎死腹中，但日本对日占区实施出版统制的意图昭然若揭。
　　如果说孤岛出版业虽然举步维艰，但还有一些生气，那么在日伪政权实施的出版统制之下，沦陷后的上海出版业已奄奄一息，进入全面的“萧条”时期。本来战时状态下，图书市场就已极度萎缩，邮路中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航路也被切断，而物价却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几百倍、几千倍疯涨，出版的成本大幅提高，出版业实际上已很难苦撑。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日伪势力的出版统制，整个出版业陷入“消沉”甚至“萧条”状态，是非常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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